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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

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已有考古观察早期中国形成观点的简述

近年来，关于早期中国的话题十分火热，正如曹兵武先生所言，“历史学、文化学尤其

是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等，已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早期中国的关键性的新认识。①”在

关于早期中国的考古学讨论中，学者们纷纷从自己的视角，提出对早期中国的考古认识。

2009年，许宏先生出版了《最早的中国》，立足于二里头遗址考古研究，从都城考古的

角度，向公众解读他对早期中国的认识②。2014年，许宏出版了《何以中国》先生继续秉承

都城考古的视角，以中原地区史前和原史时期考古资料为基础，解读二里头“中国”是如何

形成的③。我称之为“都城考古视角下的中国”观点。

2011年 8月 19~21日，韩建业先生主持召开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

术讨论会”，并以《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为题④，正式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这一观点。2015年，他出版了《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⑤，系统地阐述了他的

文化中国的观点。段宏振先生秉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形成，同时也是早期中国

的雏形的形成⑥。新近，李新伟先生从考古学文化共同体视角的“最初的中国”⑦。我称这类观点

为“考古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观点。

我曾经从陶寺遗址聚落形态考古与“地中”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

朦胧地感觉到“中国”最初的诞生就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⑧。2015 年，

我发表了《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中原观念的出现与形成》⑨，虽主要谈的是中原观念的

产生，但实际上也涉及到“中国”最初的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最初奠定于陶寺

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中国的概念很可能转变为“中原之国”的概念；秦汉帝

国时期，中国的概念可能就不再局限于中原了。我将自己的观点称之为“精神文化考古视野

下的中国”。

曹兵武先生提出了若干早期中国表现方面，他认为农业村落与中原地理优势造就了中国

底色，这是早期中国的经济与环境的物质基础面；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表明建立在血缘基

础上的情感、心理与文化认知的“理念中国”出现，明显带有精神文化视角倾向；二里头文

化的文化整合形成“共识中国”，显然是“文化中国”倾向；西周时期，随着洛阳地区地中

观念的得到公认与“中国”名称正式出现，标志着“理想中国”诞生⑩，还是带有精神文化

视角。

上述学界关于早期中国考古探索的理论视角虽各有不同，但各有千秋，也有各自的合

理性。不过，已有的关于早期中国考古探索理论与实践的目光基本都局限在中原地区。由于

已知的中国主体确实形成与中原地区，因此前期学者们的研究聚焦在中原当然是合理的。然

而，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中国的诞生有着血肉联系，那么既然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走的多元

一体化道路，中华文明形成的模式被严文明先生形象地比喻为“重瓣花朵”，早期中国的形

成从理论上说也不会仅仅依赖中原地区社会的自发的自我进化便可以“修成正果”。除了中

原地区海纳百川式的文化融合与技术吸收之外，来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

文化因素、政治成就、经济发达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原地区的刺激、碰撞、挤压，都会促进中

原地区应激、对抗、自强机制的空前高涨，早期中国的形成便不可避免。因为中原地区的地

理环境优势与农业经济基础，仅是国家产生的充分条件，但不能直接成为“中国”形成的必

然条件。只有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总览长江流域与北方地区对中原地区的碰

撞以及中原地区的反应，才能全面理解早期中国为何在中原地区形成。我称这一观点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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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视野下的中国”。下面我将就“政治经济视野下中国”的形成，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

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二、政治经济视野下的最初中国形成

曹兵武先生认为农业经济是早期中国的底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认为有必要

从理论上进一步辨析。农业经济可再细分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以生产商品粮为主要目的

的农业商品经济。中国历史时期确实以小农经济为主，美国现代化农业则是典型的农业商品

经济。前者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规模小，相对粗放，产能较低，需求是自给自足；后者

生产单位很可能超越家庭，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甚至社会化，产能较高，需求是满

足粮食市场。

在中国史前时期，不同地区实际存在着不同农业经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农业经济

属于哪一类，目前的情况不甚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的

共识。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农业，被学界理所当然地视为小农经济。但是，我根据长江

流域文明的商品经济模式11以及崧泽文化的商品经济特征12，认为长江中下地区史前商品经

济，除了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纺织品的商品生产之外，稻谷的商品粮生产，也是支柱

产业之一。

如果从考古遗存上来证明农业商品生产，就必须抓住农业商品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

社会化、市场化的特征，寻找相应的考古资料来分析印证。从理论上讲，农业的规模化可从

农田考古揭露得到的规模及结构入手考察，集约化可根据其深耕犁翻的特征从犁耕农具的角

度着眼，专业化或社会化可以从专业化农业生产聚落来剖析，市场化可以从大规模粮食窖藏

甚至粮食交易市场行为遗存来探索。

长江流域稻田的发现，最早例证应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东门址下叠压的汤家岗文化

时期的稻田13。虽然揭露的面积不大，却可以看到是一片比较完整的稻田，有比较简单的灌

溉系统（图一），但是尚难以判断是家庭生产单位，还是集团化生产单位的稻田。

图一 城头山城址东门祭坛下叠压的汤家岗文化稻田平面图



3

但是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数量较多是单体石犁头，多为等腰三角形，器身有

穿，估计是固定在木质底座上使用14。毘山遗址和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石犁头（图二）、燕翼

形石刀（耘田器）成品，比如M13、M10、M11、M25随葬崧泽文化石犁头15，表明毘山遗

址很有可能不是石犁和燕翼形石刀的生产者，而是消费者。长兴江家山遗址出土崧泽文化石

犁组16（图三），不仅表明石犁早在长江流域崧泽文化时期便已成熟，而且说明有可能是集

体劳作集中使用。更有趣的是，日本学者小柳美树分析毘山遗址是以集约化农业生产为主业

的聚落，因为男女都参加农业生产17。

图二 毘山墓地随葬的石犁 图三 江家山遗址出入崧泽文化石犁组

我认为，史前时期农业耕作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粗放式的包括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生产

效率比较低下，因此主要针对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另一种是集约化农业模式，以犁耕对土地

精耕细作，通过深翻土地，提高单位农田的生产效力，从而增加单产。除了深翻土地之外，

还要在单位面积的农田有组织地投入密集的劳力。基于此，我认为毘山遗址的农业劳力不分

男女，集中全社区的所有劳力而为之，其目的显然是生产大量多余的粮食产品，以作为商品

粮出售18。也就是说，史前集约化农业耕作模式主要应用于农业商品生产，因而成为农业商

品经济的突出表现。

图四 庄桥坟遗址 H70出土良渚文化组合石犁

朔知先生曾指出，作为“崧泽文化圈”的西部边地的皖江两岸农业经济欠发达，更可能

依赖低端的石质木作工具商品生产与贸易，换取粮食以维持生存19。这意味着崧泽文化时期，

皖江两岸很可能是崧泽文化中心区粮食贸易的重要对象之一。

良渚文化时期，集约化农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良渚文化将崧泽文化的石犁进行改良，

将崧泽的单犁头与两件斜刃到组合成为复合犁，或称“分体石犁”20。其中保存最完整者系

浙江平湖市庄桥坟遗址 H70出土一套带木座的组合石犁（图四），证明良渚文化的复合石犁

确实是固定在木质底座上的21。庄桥坟遗址良渚文化灰坑 H70出的复合犁连带木座通长 106
厘米。其中石犁头部分总长 51、通宽 44厘米。犁头部单件等腰三角形石犁头自身宽 24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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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有三穿固定；犁头部分两翼分别由斜刃梯形石刀组成，石刀均长 26厘米，前端宽 8.5、
12厘米，后端宽 16.5、19厘米，且各有两穿固定。木质犁底座总长 84厘米，石犁头部分嵌

入底座部分长 29厘米，石犁头部分之后的木质底座残长 55、最宽 21厘米。木质底座尾端

残存插入犁辕的榫口，残长 15.6、宽 8、深 0.8厘米。发掘者认为庄桥坟良渚复合犁总长 1
米以上，只能用牛等畜力才能牵引。但是俞为洁认为良渚文化缺乏牛牵引犁耕的证据，很可

能仍以人力牵引22。但是，宁波慈溪慈湖遗址上层（与良渚文化同时）出土木轭具（图五），

呈∧形23，从形态上看似乎更适于牛牵引而不是人肩牵引。良渚文化水牛遗存虽然不多，但

也可见水牛遗骨与石犁共存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如江苏吴江龙南遗址 88M1外侧的墓祭坑

88H1内埋葬大量的水牛骨包括胫骨、股骨、肋骨，发掘者认为很可能是一头牛，共出有石

犁、石刀、石斧24。尽管 88H1显然是 88M1墓祭坑，但是也不排除石犁与水牛配套最为祭

品的可能性。所以我倾向于认同良渚文化的复合大犁很可能是牛牵引。当然，最终的定论需

要基于将来以牛肩胛骨的拉犁骨骼变异形态研究分析结果25。

图五 慈湖遗址上层出土木质轭具

良渚文化牛力牵引犁耕的效率势必比崧泽文化时期人力牵引的单犁头石犁功效更高，因

而庄桥坟遗址农产品足以保障本聚落的生存需求，或许还为更高一级聚落提供相应的物资。

遗址地层和遗迹单位中出土大量陶片和炭化稻米以及其他植物动物遗存，似可从另一个侧面

证明这一点。而我则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庄桥坟遗址的集约化农业的大量稻谷产出，用

于商品交换，更加符合集约化农业适用于农业商品生产模式的特征。

另一方面，良渚文化的农田也呈现出大规模社会化管理的迹象。如临平茅山遗址良渚文

化中晚期稻田面积大，约 5.8万平方米，约合 85亩，晚期长方形地块通常 1000平方米左右，

更适于庄桥坟墓地出土的那种长 1米以上复合犁的施展空间，同马家浜文化 1~16平方米的

稻田面积形成鲜明的对比26。茅山稻田有井和沟渠作为灌溉系统配套，田间阡陌规整，人工

烧土铺垫田间道路，宽 0.6~1.2米27，便于社会化集体耕作者的交通往来28。茅山遗址农田表

明，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生产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茅山遗址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稻作农业专业

聚居，农田和人力投入上，规模都很大。如此社会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稻作农业生产，必

然的结果就是出产大量的稻谷产品。除了向上级聚落贡赋稻谷的可能之外，还存在着粮食商

品交易的可能。诸如茅山这类专业稻作聚落生产出来的多余的商品粮，很可能输送到良渚都

城市场进行销售。

良渚城址虽然迄今并未考古确定市场所在，但也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莫角山是良渚城址的核心区，相当于良渚城址的宫庙区。莫角山东坡清理了堆积大量碳

化稻谷的灰坑 H11（图六）29。此处位于莫角山东部山前脚陆地，且较为低平开阔，是作为

市场比较理想的位置。中亚地区最初的城市是由围绕神庙的市场成长起来的。距今

5600~4800年前的乌鲁克最早城市中的神庙，不仅是府库和祭祀地，而且还是剩余食物再分

配的中心30。准此，也不能完全排除莫角山前脚存在粮食交易市场的可能性：大型坑里堆积

的炭化稻米，是从失火的干栏式商品粮仓31里清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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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莫角山东坡炭化稻谷堆积 H11
（引自《良渚古城——新发现与探索》图十二，《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长江流域史前时期尤其是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

期，商品经济基础中，农业商品经济的重要地位与特点色。

长江流域以农业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催生的是民主管理政治体制。这是因为商

品经济催生一个“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就是靠自身的劳动（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

获得财富以维持比较富裕舒适的家庭生活的阶层，他们从劳动人民阶层或阶级中发展出来，

还有可能凭借财富谋求政治权力与管理权力而转变为社会的上层——统治阶层。商品经济是

以自由公平交易为基本原则，加之“中产阶级”的形成，民主政治体制成为必然。“中产阶

级”基于其“中等收入经济实力”，势必形成独特的彰显财富的、最求本阶层品味的“中产

阶级文化”，以建筑、墓葬、用器的形式，可以保留在考古遗存之中。Emanuel Mayer 曾经

从都市生活与美学的角度，利用建筑与墓葬考古资料，比较全面地分析公元前 100年至公元

250年罗马帝国的中产阶级，并且从理论上指出了中产阶级与商业的天然联系32。

我曾提出，崧泽文化晚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古典型艺术的新浪潮”，是以商品经

济发展为基础的，以脱离了日常生产和小商品生产的艺术家阶层出现为前提33。实际上，除

了艺术家出现之外，还由于中产阶级的文化形成之后，对于彰显个性与财富的艺术品的追求，

催生了艺术品市场的出现，艺术家阶层能够靠艺术创造换取生存资料，才有可能形成独立的

艺术家阶层。罗马帝国时期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建筑装饰与墓葬石雕，无不以古典艺术的形式

表达，将源自希腊的古典艺术推向一个顶峰34。

良渚文化时期，中产阶级的墓葬则以大中型墓葬的形式凸显出来。比如浙江平湖庄桥坟

良渚文化墓地少数墓葬随葬品丰富，多达 50件以上，出有玉璧或玉钺等玉礼器等，这些墓

主应当是家族中的精英，他们也很可能是家族中的“中产阶级”。而大部分墓葬随葬品 10
件左右，当属于家族中普通而数量最多的族人。而少量的东西向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35，属

于家族中的赤贫者，这些人是少数。

同类的墓葬还可见于良渚城址群里的桑树头、吴家埠、荀山周围、羊尾巴山、小竹园、

钵衣山、王家庄、卢村、前山、里山、黄泥口、盛家村、扁担山、钟家村、卞家山等遗址，

出土琮、璧、钺等重要玉器36，足见良渚遗址群内的“中产阶级”数量也十分可观，他们无

疑是良渚社会统治集团的支柱。大墓的墓坑长度一般在 3米以上，宽度多超过 1米，葬具也

较考究，有的棺椁兼备。这些中产阶级等级地位显然低于瑶山37和反山38最高领导集团，却

明显高于随葬 10余件器物的普通民众，恰恰符合中产阶级的层级——介于统治者与普通平

民之间。随葬品在 10件左右的普通平民墓葬还可见于庙前、梅园里、文家山、钵衣山、上

口山、横圩里、卞家山等遗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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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不仅作为中坚脊梁支撑着良渚文化社会，而且“中产阶级”凭借自己的经

济实力谋求政治上位，进入政界，晋升为社会的统治集团和管理公权阶层。刘斌先生洞见，

瑶山和反山墓主作为良渚文化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善耕织、善木作、善治玉的特殊技能40，

可以作为原本就是劳动者的“中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有力证据。

商人或成功的手工业者从“中产阶级”到“统治阶级”华丽转身，必须依赖从自由公平

交易的商品经济中所获得的财富，同时社会必须存在基于公平竞争甚至是竞选获得统治、管

理公权的民主政治体制，使这种华丽转身成为可能。因此，良渚文化的“中产阶级”从主观

到客观，都会将良渚文化社会的政治引向民主。

与之相反，黄河中游地区以小农经济为社会经济基础，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呈金

字塔形，缺乏“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坚，社会政治集权性突出。以陶寺为例，陶寺早期

王族墓地中，不足总数 0.6%的统治者，与近 4%的官僚，凌驾于 95.4%的赤贫平民之上41。

陶寺中期城址布局发反映出来，统治者利用手中的空间控制权，将手工业工匠连同工官管理

手工业区安排在远离宫城 1.5公里以外的外郭城东南部今宋村一带；将普通居民区驱赶到距

宫城 1公里以外的外郭城西南部今中梁村一带42（图七）。而陶寺城址存续期间，外郭城外

周遭 2公里之内没有同期聚落，都城的向心性的凝聚或向心性的控制明显43。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良渚城址内外 10平方公里之内，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群散布，没有明显的向心

性空间控制（图八），多以宜居高台为依托44，地理微地貌环境因素高于空间控制因素。

图七 陶寺遗址布局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市场化商品经济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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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民主政治，要求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服务。例如，良渚文化的众多大规模的祭坛、为数

可观的高等级玉敛葬、大量玉器上精美繁缛的象征性纹饰，都表明良渚文化的社会管理与统

治在精神层面严重依赖宗教，因而李伯谦先生称良渚文化文明和国家是神权与王权和军权结

合且神权为主的国家45。秦岭博士分析认为良渚城址外的瑶山墓地南北排墓成员在社会中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46。我进一步认为，瑶山与反山墓葬的墓主很可能不存在夫妻关系，很难判

定同属一个王族，加之刘斌先生分析认为这些领导人个个工艺身怀绝技，瑶山和反山的良渚

社会最高管理层，有着分工和职分的不同，是由良渚“中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竞争上位的

领导人。也即是说，瑶山和反山是良渚社会最高领导层的公共墓地，而非王族墓地。这便强

烈意味着良渚社会最高统治与管理权力是民主公权。如此民主公权的领导层，唯有依赖选举

才能产生。

图八 良渚遗址核心区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引自《良渚古城——新发现与探索》图二，《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

与良渚文化社会民主政治相映成趣的是，李伯谦先生将仰韶文化归为王权与军权结合的

王权国家47，其特点是大墓简葬，不崇尚玉器，宗教色彩不浓，社会政治凸显务实。我认为，

黄河中游地区以庙底沟文化（或称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为代表的史

前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也就是李伯谦老师所称“王权”政治。黄河

中游地区的集权政治与长江流域的民主泾渭分明，是两条不可调和政治道路。两河流域两种

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两河流域对立的政治道路抉择，必定形成两种对立的、不可调和的

意识形态斗争。

庙底沟文化大墓拒绝“良渚式的”奢华的玉敛葬，不是河南灵宝西坡的领导人从内心里

拒绝奢华和玉器48，而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拒绝和排斥作为“良渚式”的民主

政治意识形态之一的玉敛葬。因为玉敛葬从根本上说源自良渚文化“中产阶级”的炫富丧葬

文化传统与思想，中产阶级不仅是良渚民主政治的中坚拥趸，而且是集权政治思想的掘墓人，

因此与庙底沟文化的集权政治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由于庙底沟文化领导人对于玉器和玉敛葬的排斥态度，导致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

化社会上上下下对于玉文化和奢靡生活方式的全面排斥。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

器无论从制作技术还是从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上，都比良渚文化的大宗陶器整体差距甚远。

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即使出土寥寥几件玉器，也几乎全部素面，与良渚文化玉器繁

缛的装饰风格形成强烈的反差。此外，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几乎不使用奢华费工的

漆器。以往，学界通常从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对于玉器、漆器的审美价值观迥异于长江中下

游地区来解释上述差异，黄河中游地区史前的人们勤俭务实的社会心理与长江流域追求奢华

的社会心理不同，却很难解释从陶寺文化开始至夏商周三代，黄河中游地区却接受并钟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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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漆器，盛行厚葬、美食。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在审美价值观上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没有区别，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人们，完全出于抵御良

渚文化意识形态的目的，排斥良渚文化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的渗透与积压和诱

惑。非常有趣的节点在于，良渚文化衰落之后，表明长江流域以市场化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文

明中心和民主政治的衰落，黄河中游地区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里失去了强劲的对手，后继的

陶寺文化反而开始接受玉器、漆器、厚葬、美食等等奢华的生活方式。从陶寺文化开始，地

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最本初的“中国”概念正式诞生49，意味着小农经济基础上集权或王权

政治统治，同市场化商品经济包括农业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

斗争中最终胜出，同时也宣告长江流域建立在市场化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模式彻底退

出历史舞台。

三、小结

通过上述粗略分析，不难看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早期中国，在前期成长阶段——仰

韶文化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受到长江流域市场化商品经济基础上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利

诱、挤压和冲击，激发了黄河中游地区小农经济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顽固抵触的应激反

应，倒逼黄河中游地区自强不息，形成了王权占主导地位的邦国，如陶寺。

足见，假如没有长江流域史前文明中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黄河中游地区的挤压、利诱与

碰撞，黄河中游地区不会自发地进化出早期中国，更不会殚精竭虑地强调本地是“地中”以

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排他性与合法性，也不会特别注重“天下观”这类极富集权政治抱负意

义却对商品经济没有实用价值的观念。

也正是由于建立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在中原地区的胜出，诞生了夏商周三代王朝

国家，中原地区基于“地中”宇宙观的政治话语体系从此占据了中国历史的正统地位，具有

绝对优势，因此对于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及其民主政治的

意识形态、文明成就进行全面掩盖，很可能对长江流域史前当地话语体系记述的辉煌的文明

历史，进行彻底的去记忆化。以致现存的先秦典籍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文明历史的记载，

语焉不详，仅留下类似蚩尤、三苗、禹迹等中原体系框架里的神话传说的片言只语。

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彻底胜利的中原王朝，从此全面压制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

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打压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

策的指导思想。

附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明辉先生积极热情地为本文提供莫角山 H11和茅山

稻田遗迹考古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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